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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代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市场化对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的储蓄思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西方经济思想及理论的传入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照标准和理论指导。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主要形成了以节俭为方式的储蓄行为及习惯。随着振兴实业及早期工业化思潮的深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节俭”逐步被“储蓄”概念代替，企业储蓄的论述在近代储蓄思想中占相当大部分。而到20世纪20－40年代中，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发展了储蓄理论，进一步将储蓄纳入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框架之中。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储蓄思想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继承性、工业化特征及重商主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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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储蓄观念与思想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微观视角

1、传统经济思想中储蓄观念的论述――以节俭论为中心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 中国古代的储蓄思想及理论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储蓄思想的起点和背景。事实上，储蓄与节俭是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的储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节俭的阐述，因此，节俭理论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储蓄、消费、投资生产缺乏时空的要求，因此古代储蓄理论主要针对消费领域而言, 强调节约对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和国家政权稳定的作用, 没有更多的涉及生产领域的储蓄，而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经济价值观取向。这一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向对晚清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均有深刻影响。例如王韬在写于1861的《理财》一文中，指出：“欲富国者，莫如足民，欲足用者，莫如节用。重农桑而抑末作，赏廉洁而诛贪墨，所以风天下以去奢即俭也。”
这种储蓄观念明显表达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价值取向。

2、现代经济学术语的引入――从“节俭”到“储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储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经济发展史中，节俭从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而储蓄理论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提到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提出提高储蓄率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亚当·斯密分析了节俭或储蓄的问题，认为“资本因节俭或储蓄而增加”，他主要是从储蓄节俭有利于增加积累、发展生产的角度研究储蓄问题。
时人对亚当·斯密的储蓄观点亦有所介绍，1922年《钱业月报》发表的《储蓄》一文指出，应将“有用之金钱，储之有用之地”，并认为储蓄不仅仅是个人美德，更关系到“社会财富之积累，贫困之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社会转型，特别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时期，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及理论学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碰撞与交融。
节俭更多地包含了道德层面的含义，而储蓄则更多地表示为经济行为，此种转换本身就是现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体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量入为出”、“黜奢崇俭”等观念和教条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逐渐被 “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学概念所取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是陈焕章
所著的《孔门理财学》(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ous and His School)，该文是陈焕章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所做的博士论文，陈氏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并完全按照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的结构和体例，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基本上是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例如，陈氏把《大学》里提及的“生之者众, 食之者寡”, 看成是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
。不难看出，陈氏正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生产”、“消费”等经济学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并试图寻找中西经济思想的契合点。近代西方学者正是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构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过程中，不仅引入了现代经济学术语，而且主动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3、振兴实业与近代企业储蓄思想的发轫

“实业”一词由康有为首先提出，
此后，逐渐流行，其含义也逐步扩大。在20世纪初，振兴实业已是思想界的一般认识，并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与此同时思潮的倡导者也积极投身实业，这些实业家在企业经营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企业储蓄思想，尽管零散且缺乏理论体系，但仍可以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思想理论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张謇十分重视企业储蓄。他指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
为了保证企业发展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他强调公积金的重要性，认为：“公积者，凡商业之命脉也，愈厚愈固”；
而如遇企业资金紧缺或经营不佳，更要及时追加资本，必要时应“停缓股息，及将来息有限制，注重公积折旧。”
可见，振兴实业的实践丰富了企业储蓄思想的内容。对于企业内部资金问题，上海企业家经元善提出由企业自办金融机构的设想，他建议“酌提股本万金，……自开一庄，自印极精钱帖，以代钞票之用。既免意外之虞，又省运钱之劳”。
这一想法比企业自办储蓄更为大胆，虽然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也反映出当时对企业储蓄重要性的认识。

随着实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实业家不仅在各自企业发展中认识到企业储蓄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储蓄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张謇在拟订劝业银行条例理由的呈文中，认为“我国地大物博，……，惟农工各业，囿于小成，未能宏大规模，扩充营业，推原其故，端由农林、垦牧、水利、工矿等项，非有雄厚资金，不足发展事业。”
又如，穆藕初在《中国棉织业发达史》一文中提出“欲谋今后吾国棉织业之发达”的六条建议中就提到企业生产储蓄的问题，他强调要“多储公积，使厂基稳固”。

4、储蓄思想的传播与新式金融机构的创新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民众对于盈余常存三种处理习惯：把资金以窖藏方式留置起来，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或者充当亲朋好友间互助资金使用；亦或以较高利息贷出。这些传统习俗及做法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有本质区别，同时也直接约束了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吸收资金的能力。当时的《银行周报》也对此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国人缺乏储蓄心，致将所有之金钱，闲置于手中，不能出其所蓄，以流通于社会，此实资本缺乏之根本原因”。

而储蓄思想的传播，则是近代新式金融机构产生的思想渊源。储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窖藏，其与近代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紧密相关；将储蓄纳入银行体系，也是近代金融现代化的表现之一。由于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其可以形成储蓄向投资的机制转变，进而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对储蓄的认识，近代银行等机构应运而生，介绍和提倡现代储蓄的文章也不断出现。例如在涉及储蓄利益的问题上，时人就注意到储蓄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别，认为对个人而言“储之银行，既获安全，又得利子”；就社会利益而言，则“储之银行，则流转于社会，生产赖以增加，交易赖以圆滑”。
不难看出，近代国人对于储蓄及银行，已认识到其信用创造的功能；同时已模糊意识到储蓄在客观上是金融资源的初始形态和形成源泉，而储蓄与投资的融合也是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

新式银行在现代储蓄观念的形成以及业务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储蓄业务为例, 总经理陈光甫率先创立了1元开户储蓄业务, 储户只要存入1 元钱就可以在该行开立账户, 对于储蓄不到1元者, 可使用该行制作的储蓄盒, 让储户将平日积蓄的“铜元银毫积贮其中”，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储蓄之功效, 鼓舞储蓄之兴趣, ”这一业务在开办之初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讥讽, 但它却使银行吸引了社会闲散资金，存款额不断提高。此后,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组织的四明储蓄会以及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四行组织的四行储蓄会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外，普通公司商号在已有历史传统上也加大了吸收社会储蓄的规模，通过报纸等传媒刊登广告公开大张旗鼓进行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社会储蓄造势。对此，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就曾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
 
二、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储蓄思想与理论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宏观视角

（一）20世纪20—4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概念的引入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创立宏观经济分析的过程中，指出，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认为从储蓄的数量上分析不能说明问题，必须把储蓄与投资相联系，才能说明储蓄对经济的作用。
而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西方理论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一批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逐渐取代了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一手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知识传入国内,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人自编或翻译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著作超过了240本
。从传播内容来看,传入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年代差距不是很大，其中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与引入并不滞后。凯恩斯学说也不例外，不仅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理论学说颇有造诣，而且在燕京大学（北京）和南开大学等高校公开授课。
同时也编写了《凯恩斯之经济学说》
等相关著作。而储蓄发展为国民储蓄的概念后，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储蓄理论与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中国工业化思想与储蓄理论的发展

1、储蓄的重要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孙中山即着手研究中国实业的宏观发展问题。与北洋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投资体系经历了以民间投资为主到以政府投资为主的转变。实际上，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之后，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储蓄――投资的机制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模式，而利用政府投资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理念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发展策略之一。

学术界则主要是从国民储蓄的宏观角度对储蓄重要性进行阐释。例如当时的学者伍启元认为：“国内资本的主要来源系国民储蓄。国民储蓄则由国民生产与国民消费而决定。如果对国际资本流动放开不提，把生产额减去国民消费额（包括全部政府非建设用的支出）便系等于国民储蓄额（包括政府用作经济建设用的资金）亦即等于资本形成额”。
伍启元进而从增加国民储蓄的角度提出“节约国民消费”是筹措国内资本的方法之一。他还提出，鼓励人民储蓄，可以直接统制投资，防止资本集中于不重要的和未被统制的生产上面。
此外伍启元在主张统制经济时，把储蓄作为宏观经济的一方面进行考虑，他提出“根本统制”的办法：“用统制物资的生产、交易、消费、储蓄和运输去防止物价上涨、纠正价格间的不平衡和改善生产与分配的办法。”
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及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直接运用。

2、工业化与储蓄理论

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商战到振兴实业，进而至工业化理论的发展历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工业发展为其主要经济施政纲领和目标。在1928年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中，对国内投资的规模及途径进行了初步估计，其中对投资资本最低限额的估计是每年平均5亿元，则在实业计划实施的50年中将全部耗资250亿元；每年5亿元投资中的3/5出自国家预算和国内公债，而其余部分则来自国外，设想中国当时每年的储蓄总额为5.5亿元，那么所计划的投资将用去全部储蓄的近3/5，而且由于外国借款并无保障，所以计划投资可能用去近全部的储蓄。
 1931年工商部改组为实业部，1933年制定并颁布了《实业四年计划（1933－1936年）》，计划集合16亿元资本投资于工矿农业各业。不难看出，要实现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则必须具有足够的储蓄能力或融资能力。

储蓄是工业投资的来源。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晚清时期的政府储蓄缺乏，国家财政支出状况逐年恶化,使晚清政府在继续创办经营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要创办民用工业,“以商助官”,已显得力不从心,根据张之洞记述，除拨借部分经费外,其余不足部分只能“设法腾挪筹拨,以应急需”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以翁文灏、方显廷等为主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强调要以国内资本筹集为主，主张要学习苏联吃苦节约的精神与做法，号召全民节衣缩食以积累工业建设资本。方显廷在《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中，提出对储蓄实行摊派建设公债与强制建国储金两种方式，
这种节俭储蓄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特色，虽然与古代的节俭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内涵，但其与宏观经济以及国民生产更为密切。

在如何运用储蓄的问题上，主要涉及与投资的关系。储蓄要转换为资本，还必须要用于生产建设事业之上，如果用于非生产事业之上，则仍不能转换为资本。伍启元针对过去储蓄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诱导投资的主张，他认为，“在过去，我国的储蓄有三个重要的方向，必须设法加以阻止：一系向土地投资，一系向商业投资，一系作资本外逃。”
对于储蓄流向土地，他认为应严格实施土地增价税、土地租赁所得税和土地买卖所得税、减租等措施；对于储蓄流向商业，他建议：加重商业利润和商业投资的租税，健全调整金融机构，限制银行的商业贷款，把重要金融机构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业的利润等。伍启元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储蓄资金大量向土地、商业的流动，形成土地投资、商业投资的畸形扩张，阻碍了储蓄转变为资本，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畅通资本转换的渠道。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储蓄思想和理论不仅继承了传统储蓄思想中的经济伦理因素，而且进一步将储蓄纳入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框架之中。至此，我们也可以通过西方储蓄概念和理论的演进，看到西方现代经济思想与理论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适应与发展。

3、强制储蓄论

强制储蓄论与当时统制经济的背景有关。储蓄是投资的来源，要扩大投资，就必须增加储蓄，而要增加储蓄，在生产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抑制消费。国民政府时期，丁洪范提倡依靠强制储蓄以积累资本，并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要储积资本须先造成剩余收益，要造成剩余收益须1、提高生产，2、减低消费。……，要达到这双重目的又须有坚决的储积的意愿，那就是要有远大的眼光彻底明了储积的必要”。为此，他提出，“我们要下决心全国一致地实行强制储积，我们不是抹杀自由储积地重要，实在是在此千钧一发的非常时期中，自由储积非独是办不到，即使办得到也是远火救不得近火。”这就是说，增加储蓄以积累资本，一方面增加生产固然重要，但减低消费却是在当时情况下积极提倡甚至强制实行的。他还提出了多种强制储积的办法，如“强制储蓄”即规定工资收入中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储蓄；还有“摊派建设公债”、“实施社会保险”、“强制入股”等。这些学者希望通过强制的手段减少消费，促进建设资金的筹集，这种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4、储蓄理论的运用――国民政府时期的储蓄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储蓄纳入银行系统进行信用创造是现代金融的表现之一。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对资金在全国区域内的分配起着中间媒介的作用，实现了金融系统跨时间和空间的资金转移功能，从而实现了政府投资与私人储蓄之间关系的调整。而强制储蓄理论，在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背景下，产生了强烈的政策效应。

加强储蓄、抑制消费，在当时的学界和政界均达成高度共识。孔祥熙在1931年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为中国经济学社作题为《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提出六条发展实业政策，其中就有“经营实业者，应举办工人储蓄，…,并优给利息，使工人零星小款逐渐变成少数之股本，而不作无谓之消耗”
的表述。并且认为中国的现金并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于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内之金银，以存于银行”，再推广储蓄及简易保险等业，收集零散资金，集少成多，用来兴办各种实业和供农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如此则各种实业，自易顺利发展，十年廿年后，便可迎头赶上西洋，实现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
可见，当银行已经具备了自己创造货币的功能时，银行通过这种货币创造，帮助政府加强了征收国民储蓄的能力。
而在金融机构推行储蓄业务的背后，则是全国性的储蓄运动。1939年11月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成立，对储蓄运动作普遍宣传，翌年7月23日更成立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进一步在组织上作实际的推动。虽然由于币值下跌，储蓄业受到重大影响，但政府仍认为励行储蓄应不失为安定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开办了各项储蓄品种业务，主要包括节约建国储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特种有奖储蓄券、节约建国储金邮票、乡镇公益储蓄、黄金储蓄存款等。

三、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储蓄思想的特征分析

1、继承性

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储蓄理论及政策与中国古代的储蓄思想并非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储蓄思想中关于个体储蓄行为的核心理念，突出了提高私人储蓄率、增加个人储蓄总量的作用。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念的继承，更是适应近代社会时代要求的再发展。在前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储蓄经济思想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没有减少影响力，反而具有一定的指导性，特别是对个体储蓄行为的直接影响。传统储蓄思想更多的是以一种经济价值取向的形式得到保留，并对道德、习俗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并为当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包含着较强的经济伦理因素。经济伦理属于经济行为的道德范畴,是经济主体在道德方面的认知与自我约束。从主体角度来看，一般可以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传统储蓄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转型中对上述主体都表现出一定的道德与自我约束，但又有所不同，其中，在个体经济行为上表现出较强烈的道德约束。社会主流思潮也将储蓄上升至道德高度。例如，既是实业家又是教育家的张謇，在演讲中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民国时期的各大报刊更是普遍提倡培养民众“储蓄观念之美德”
，更有甚者认为开办学校儿童储蓄可以“养成儿童俭省习惯，而防止其浪费”
。虽然传统储蓄思想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其经济思想的价值观取向在主体储蓄行为上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这也从个案的角度说明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以经济价值观形式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复杂性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对传统消费观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传统消费观念中的划分等级、量入为出、重视储蓄、自给性强、崇俭戒奢等观念，部分异化并发展出促进崇洋、追求平等、标新立异、奢靡等近代消费观念。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说明了储蓄观念和思想的变迁。
2、工业化特征

中国古代储蓄理论较少涉及生产领域。而到工业发展的近代，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已经不是传统思想和理论可以解决的新问题，近代转型中的重要问题就是工业化。因此近代储蓄思想中对企业储蓄的论述占相当大部分，这既是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近代储蓄思想和理论的特征。此外工业化和市场化突出了对货币的需求，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对货币积累的需求不同，工业发展初期阶段需要大量的货币积累。因此，这一时期都不同程度表述了储蓄对于个体、企业以及国家的重要性。
3、重商主义特性

晚清“商战”思想是具有重商主义特征的重要经济思想，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颇多。“商战”思想主要体现了重商主义中强调对外贸易的一方面，而本文研究的近代储蓄思想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说明近代经济思想发展中的重商主义性。一是强调货币积累的方面；二是政府干预经济方面。后发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抑制消费或者推动生产，政府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储蓄的增加。重商主义特性是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深刻时代背景，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是保障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也是国家致富的可靠保证。作为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主张在不同时期的储蓄政策中得到明显印证。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高储蓄率问题。事实上，每个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都有过高储蓄率，包括崇尚节俭的东亚国家和20世纪初以前的美国。可以说，近代储蓄思想和政策中的重商主义特性一直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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